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沦陷区的言说环境
———以北京上海文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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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由于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 ,学术界和公众长期以来对中

国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文学的认识模糊 ,认为沦陷区没有文学或只有汉奸文

学。90年代初期以来 ,随着一批相关论著的问世 ,沦陷区文学主体的面貌和

性质已经基本上明朗。尽管如此 ,对于它的怀疑、贬低和曲解依然存在。①

不容否认 ,沦陷区的政治文化环境 ,在总体上是与中国新文学活动相敌对的。

但具体到各个沦陷区 ,由于被占领的时间和社会形态不同 ,言说自由的程度

也各不相同。本文用确凿的史实证明 ,北京、上海沦陷区的言说环境好于其

他沦陷地区 ,具有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北京、上海的中国民族文学之所以

能够在沦陷时期继续迂曲生长并蔚为大观 ,与两地相对有利的言说环境密切

相关。

关键词　抗日战争时期　沦陷区　北京、上海文学　言说环境

受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 ,早在 30年代 ,中国沦陷区的文化和

文学就已被打入另册。抗战胜利后 ,这一时空中的一代写作者大

多在文坛上销声匿迹 ,有关文献或被销毁或被封存 ,就连仅仅显示

馆藏状况的题名目录类工具书 ,也将沦陷区排斥在外。1981年印

行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 (1833—1949)》(书目文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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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陈辽的《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裴显生的《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

认识误区》等文章 ,分见《文艺报》2000年 1月 11日、4月 18日。



版社)在《编例》中申明 :“伪满、伪华北、汪伪等汉奸军政机关出版

的期刊 ,除自然科学方面的期刊酌收外 ,其他的不予收录。”“凡日

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时期以中文出版的期刊 ,在编辑出版单位

前加‘敌’字 ,伪满、伪华北、汪伪等汉奸统治时期军政机关出版的

期刊 ,在编辑出版单位前加‘伪’字。”同样 ,在《中国电影发展史》所

附的《影片目录 (193717—194519)》中 ,上海沦陷时期的一些片名

被悉数删除 ,编者说明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占领上海‘孤岛’

后 ,由伪‘中联’和伪‘华影’拍摄的影片 ,全部不列入本目。”① 历

史上的这一页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翻过去了。在这样的文化背

景下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文学 ,自然无力抗争被排斥在中

国现代文学学科之外的厄运。长期以来 ,学术界和公众对沦陷区

文学的认识模糊 ,认为沦陷区没有文学或只有汉奸文学。尽管自

90年代初期以来 ,随着一批相关论著的问世②,沦陷区文学主体的

面貌和性质已经基本上明朗 ,但对于它的怀疑、贬低和曲解依然存

在。例如 ,1995年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

利 50周年 ,北京一家电视台播放了 50集电视纪实片《我们不该忘

记》。在有关北京沦陷区的专集中 ,一位作家手持老舍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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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主要相关著作有胡凌芝的《蹄下文学面面观》,长春出版社 1990 年版 ;冯为群等人

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申殿和等人的《东北沦陷

时期文学史论》,北方文艺出版社 1991年版 ;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第 3 卷 ,人

民文学出版社 1991年版 ;冯为群等人编的《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

文集》,沈阳出版社 1992年版 ;山田敬三、吕元明主编的《中日战争与文学———中国

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张泉的《沦陷时期北京文

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4年版 ;陈青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95年版 ;徐 翔、黄万华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

社 1995年版 ;张毓茂主编的《东北现代文学大系》,沈阳出版社 1996 年版 ;钱理群

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等等。

程季华主编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3年初版 ,1980年修订版 ,第 418页。



《四世同堂》(从 1946年开始出版) ,疾言厉色地控诉“五四”以来的

新文学作品在当时被严加禁绝 ,一经发现 ,传阅者即遭灭顶之灾。

有的学者在批评近期出版的沦陷区文学研究论著时 ,仍在政治上

主观设定出沦陷区文学的“反动”属性。① 而实际上 ,诸如此类的

“想当然”,与史实并不完全相符。为进一步全面认识沦陷区文学 ,

有必要深入考察沦陷区的言说环境。本文限制在文学的范围内 ,

主要探讨北京、上海沦陷区作家从事文学活动的自由度。

一　各沦陷区言说环境的异同

总的来说 ,沦陷区的政治文化环境 ,是与中国新文学活动相敌

对的。东北沦陷区作家季疯在 1940年写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

话 :

一个人 ,应该说的话 ,一定要说 ,能够说的话 ,一定要说 ;

可是应该说的话 ,“有时却不能够说 ,这其中的甘苦 ,决非‘无

言’之士所能贪图其万一”!

一个人压制别人应该说的话 ,那是恶汉 ;逼人说不能够说

的话 ,那是蠢才。

所以 ,“言”之者 ,自有他“言”之道理 ,不“言”之者 ,也自有

他“不言”的苦在。倘如他“言”而无何道理 ,“不言”而无何苦

衷 ,这种失掉了语言的人类 ,就名之为“哑巴”,也不为形容过

甚。②

行文虽然隐晦 ,却准确地传达出环境对“人”的自由表达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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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言与不言》,收入季疯《杂感之感》,新京益智书店 1940年版。

见王凤海《对〈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的政治评价———与张泉同志商榷》,《北京社

会科学》1997年第 4期。



制和压抑 ,以及“人”的悲愤和无奈。从这个视角考察作为一种特

定历史现象的沦陷区文学 ,即在深入把握人性和人的生存环境的

基础上 ,设身处地分析沦陷区“人”的生存境况 ,就会准确地体察

出 ,处在两难境地中的沦陷区作家面临着双重压力 :除了少数汉奸

文人外 ,各个沦陷区的中国作家在“言”与“不言”两方面 ,都处于不

自由的状态 ,即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 ,又要被迫说不该说的话。各

地区都有令人钦佩的反抗作家 ,有的还因此遭祸罹难。但对大多

数人而言 ,他们能够顶住压力 ,不说或基本不说当局强制他们必须

说的话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因此 ,在对沦陷区文学作价值判断

时 ,不能简单地以是否表现出爱国抗日的民族情绪为标准。

具体到各个沦陷区 ,由于被占领的时间和社会形态不同 ,言说

自由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台湾早在 1895年就割让给日本 (《马关

条约》) ,殖民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1937 年 4 月 1 日 ,台湾殖民

当局明令废止中文 ,报刊只准用日文发行 ,9 月份 ,又根据日本近

卫内阁“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使“日本

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 ,以确实达到“台内

一如”的境地。① 1931年 ,东北三省沦陷。次年 ,被冠以“满洲国”,

以独立的“国家”面貌出现。为了将东北永远从中国分离出去 ,日

方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文化方面 ,也加

快殖民步伐 ,后来甚至将日语定为“国语”,将中文称为“满文”,以

“外文”对待 ,并廉价大量配销各种日文书刊 ,积极创造实施语言殖

民化的条件。1941 年实施的《艺文指导要纲》,强令东北文艺“以

移植地国土的日本艺文为经 ,以原住各民族的固有艺文为纬”,形

成“浑然独特的艺文”。在这两个地区 ,当局的思想文化控制异常

严厉。特别是 ,台湾在 1937 年之后 ,东北在 1941 年之后 ,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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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陈碧笙《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277页。



的生存环境更为严酷。1937年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华北、华

东、华中、华南的大片地域接续沦丧。相比较而言 ,以北京为中心

的华北和上海沦陷较晚 ,名义上还没有与中国分离 ,言说环境的变

化不象台湾、东北那样巨大。由于日伪无力在更广的区域内有效

地实施文化和语言的殖民化 ,不得不更加注意宣传策略。①这样 ,

虽然奴化宣传在两地媒体中仍占据着统治地位 ,但中华文化在一

定程度上获得了相对独立的空间。正因为如此 ,一些不堪忍受台

湾殖民文化高压的人士如作家张深切等 ,于 1937年不远万里来到

北京。这时他们已被强加上日本国籍。对于日方来说 ,台湾人是

日本向大陆占领区扩大移民的一个来源 ,而对于张深切这样的进

步人士来说 ,北京则是他们躲开“大和文化”,坚持民族本位文化的

避居地。②同样 ,梁山丁等一大批东北作家陆续打通关系办“出国

证”移居北京。当时在他们看来 ,此举已经使他们有了为“作一个

中国人而自豪的情绪”。③抗日战争后期 ,随着北京经济恶化和出

版业萎缩 ,又有一批北京文化人南下。由此可见 ,北京、上海仍以

其中华文化中心的地位 ,吸引着广大的沦陷区作家 ,并且在沦陷中

后期出现了文学的相对繁荣 ,产生了一大批近年来已经纳入中国

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家和作品。

二　北京上海沦陷区文坛及文学基本面貌

在北京、上海沦陷区 ,日本的军事占领和伪政权的存在是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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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梁山丁 1991年 6月 25日致笔者的信。

张深切 :《里程碑》,《夏潮》3卷 4期 ,1937年 10月。

参见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的第二章第二节《日本当局方面与北京文

坛》。



否认的基本事实。当局十分重视文学艺术在殖民统治中的作用 ,

对文坛进行了积极的干预 :强化新闻出版检查 ;严格限制各种文化

活动 ;传讯、拘禁进步作家①;建立文化控制机构和团体 ;频频派遣

日本文学报国会的官员和作家来华视察和指导 ;抛出“大东亚文

学”的口号并成功地组织了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颁发了两次

“大东亚文学赏”;等等。企图从政治上介入文艺 ,把文艺纳入侵略

战争的轨道 ,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但总的来说 ,当局没有能够

形成行之有效的文学纲领 ,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和作家也没有屈

从于法西斯军事统治的淫威。尽管不能充分自由地表达思想 ,尽

管有一些人借纯粹的文学创作和研究聊以自慰 ,尽管也有人想通

过文学达到卖身求荣的目的 ,炮制“和平文学”,附和“大东亚文

学”,但就北京、上海沦陷区文学创作的主体而言 ,纳入伪政权统治

轨道的伪文学 ,直至抗战胜利也没有建立起来。两地的文学创作 ,

无论在政治倾向和艺术水准上 ,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主体 ,主

要由以下几类作品构成 :

第一类 ,或明或暗抨击侵略行径和汉奸言行的作品。如北京

毕基初的中短篇小说集《盔甲山》(艺术与生活社 ,1941 年) 、关永

吉在 1943、1944年发表的杂文《新英雄主义·新浪漫主义和新文学

之健康的要求》、《门边文录———寻梦庵来客谈》、《所望于日本文学

代表者》,高深的新诗《没有灵魂的人们》(1941 年) 、中篇小说《兼

差》(1942年)等。这类作品数量不多 ,但公开表达出对于亡国的

悲切 ,对于事敌者的鄙视 ,酣畅淋漓地提醒人们注意名节 ,反对日

本对中国沦陷区文化实施控制 ,辛辣地讽刺“职业亲日家”,明确地

显示出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反日意识 ,雄辩地证实了沦陷区狭义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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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上海的许广平、李健吾 ,北京的袁犀、关永吉等 ,上海的陆蠡则在狱中被迫害至

死。



战文学的存在。

第二类 ,影射沦陷区现实 ,寄托民族振兴愿望的作品。如北京

沙里、麦静的小说 ,何一鸿的历史题材叙事长诗 ,洪炎秋、张深切的

散文 ,上海周贻白的话剧《金丝雀》、《绿窗红泪》(1944年) ,李健吾

的改编剧《金小玉》,丁景堂的诗集《星底梦》(1945年)等。这类作

品在数量上相对来说比较多。它们或借古喻今 ,或指东说西 ,流露

出不屈的抗争精神 ,以及深重的家国之恨。

第三类 ,真实再现沦陷区城乡残酷现实的作品。如北京马骊

的中短篇小说集《太平愿》(新民印书馆 ,1943 年) ,关永吉、萧艾、

张金寿、穆穆的小说 ,林榕的散文 ,上海师陀与柯灵的改编剧《夜

店》(1944年)等。这类作品大多着意渲染不幸和绝望 ,令人震惊

地揭露出殖民统治给中国社会和平民带来的灾难。

第四类 ,无视日伪的奴化宣传和“国策文学”喧嚣 ,恪守自己业

已形成的文学信念和创作风格的作品。如上海的张爱玲、师陀、苏

青、钱钟书、施济美、杨绛、沈寂、郑定义 ,北京的袁犀、梅娘、闻国

新、雷妍、张秀亚、吴兴华、查显琳、王朱 ,以及南北一大批通俗小说

作家刘云若、秦瘦鸥、王小逸、予且、周瘦鹃、程小青、孙了红和还珠

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等人的作品。这类作品数量众多 ,内

容、形式各异 ,艺术内函丰富 ,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可以说 ,在抗日战争时期 ,北京、上海文学的主体 ,仍顽强地沿

着中国现代文学固有的路径迂曲地生长 ,蕴含着法西斯高压一直

不能扼杀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学要素 ,完全有资格跻于中国抗战

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 ,融入中国新文学。

三　北京上海言说环境分析

北京、上海沦陷区文学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实绩 ,不能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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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地相对有利的言说环境有密切的关系。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

以看出。

第一 ,从日本方面看 ,他们的战线漫长 ,侧重点主要在军事行

动上 ,对沦陷区文坛 ,特别是对北京、上海的控制软弱无力。例如 ,

主管华北宣传工作的武德报社日方负责人龟谷利一 ,在 1943年批

评华北的“新文化运动”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目标时 ,几乎是站在

“第三者的立场”上提出规劝。他认为 ,究其原因 ,主要是“负责努

力文化运动的诸君”不力 ,即“从事文化者缺乏合作的精神 ,率多愿

独树一帜 ,各图进取”,以及“大众们的沉滞 ,不能兴奋”。而他所能

做的 ,只是“致意先进诸君 ,今后幸勿独善孤高 ,而后进诸君 ,亦应

虚心坦怀”,联合起来开展这场运动。①龟谷的这一番话已没有什

么权威性可言了。华北文化宣传的指导者 ,实际上未能有效地担

当起指导的任务。于 1944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

大会上 ,日方代表发现 ,中方代表的发言“没有一个顺应日本国策

的”,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对此 ,他们也只能听之任之 ,没有任何作

为。②抗战时期曾有 5 年呆在中国的著名作家武田泰淳就说过 ,

日本政府和民间作家没能为中国制定出文学纲领 ,中国交战地区

也没有人注意日本人的毫无意义的荒谬主张。③此外 ,日本当局与

沦陷区文坛有关的各方面之间 ,缺少最起码的沟通、联络和协调。

例如 ,在“大东亚文学赏”问题上 ,就存在截然不同的看法。志智嘉

时任日本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调查官。兴亚院系“日本政府的一个

专门负责侵略中国事务的机构”。它设在北平等地的联络部“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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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Unwelcome Muse : Chinese L iterat ure in S hanghai and Peiji ng 1937 - 1945 ,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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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该地区的实际统治者”。① 可是 ,这样重要的一位人物 ,居然不

知道大东亚文学赏是什么 ,而且在日本公布获奖作品名单后 ,立即

发表中文文章 ,公开“讥笑”日本文学报国会把该奖项授予袁犀是

“轻率”的。②但是这种“讥笑”并不起任何作用。文学报国会第二

年依然把该奖项授予此前也曾被志智嘉批评过的梅娘。这也从另

一个角度证明了日伪文化控制的混乱和软弱无力。

第二 ,从伪政权文化机构中的中方人员来看 ,他们的立场和背

景极为复杂 ,并非全都诚意为当局服务。例如 ,《新中国报》虽隶属

于日本驻上海领事馆 ,但该报的社长袁殊 ,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

工作者。为争夺文化阵地 ,他还恢复出版了影响广泛的月刊《杂

志》(1942年) 。女作家关露的情况也基本相似。据有关资料 ,到

现在仍被广泛指斥为“卖身投靠 ,认贼作父”的新感觉派作家穆时

英③,并不是汉奸。他是受国民党中统的派遣 ,打入汪记国民党宣

传部 ,出任新闻宣传处处长的。他在担任《国民新闻》社社长期间

遭暗杀 ,系不知情的国民党另一特务组织军统的地下人员所为。④

北京作家梅娘的丈夫柳龙光 ,是华北沦陷区文学界的实际组织者

和领导者。他公开的言论和活动 ,显然是在为推行日伪的思想战

方针政策服务。目前 ,有关柳龙光当时在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说

法 ,还没有史料方面的证据。但即使这样 ,一些现象仍值得注意 :

正是在他掌管的出版物上 ,出现了一批表露出反日爱国民族情绪

的作品。而且 ,在文人之间的个人纷争中 ,一些作家曾撰文激烈抨

击柳龙光 ,广泛涉及他的政治立场、写作水平和为人处事的方方面

·66·

《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 1期

①

②

③

④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第 3卷 ,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8 年版 ,第 47—

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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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杂谈》,《艺文杂志》第 2卷第 1期 ,1944年 1月。

齐武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第 121页。



面。①而有关人员并没有因此遇到太大的麻烦。柳龙光曾在一篇

报告文学中感慨“我们抵抗大自然的无力”,同时又宣称 :“自己还

带有着一颗冷热苦辣渍透了的心 ,足以承受那无形的精神生活上

的细菌毒烈的太阳的袭击。”② 这似乎暗有所指的感怀至少从另

一个方面说明 ,诸如柳龙光这样的沦陷区文化界要员 ,在行动上也

没有死心踏地为侵略者效力。从某种意义上说 ,周作人是沦陷区

文坛最有争议和最易引起误解的一位标志人物。一般把他视为沦

陷区文学的代表。推而论之 ,沦陷区文学的性质似乎也就不言自

明了。而实际上 ,沦陷时期的周作人具有高级伪吏和作家的双重

身份。作为前者 ,他在教育、文化等领域积极推行日伪的各项政

令 ,是名副其实的汉奸。作为后者 ,他与沦陷区绝大多数报刊的创

办和编辑方针无关 ,并且还受到从日本文学报国会官员到北京新

进作家的抨击和冷落 ,基本上游离于沦陷区的文学活动 ,仅仅是一

名自由撰稿人。他那沦陷区文坛盟主和汉奸文学旗帜的形象只是

一种幻象 ,产生于沦陷初期日方一厢情愿的期待 ,以及局外人和后

来者的主观推断。周作人在沦陷时期的活动 ,与沦陷区文学并没

有因果关联。

第三 ,从文化传统来看 ,北京、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 ,五四新

文化运动的重镇。两地沦陷时期的文学创作 ,继续承接着中国新

文学传统和中外优秀文化遗产 ,并没有因殖民统治而中断。以中

国现代文学为例。在校园刊物、民办刊物乃至官办报刊上 ,经常发

表从文学的角度评介中国新文学的文章。仅《中国文艺》一刊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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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的作家除鲁迅、曹禺、老舍、茅盾、巴金外 ,还有张天翼、王独

清、卞之琳、萧乾、徐懋庸、蒋兆和、朱湘、陈梦家等 ,不可谓为数不

多。曹禺的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更是专业和业

余剧团的保留剧目。1944年 ,日本法西斯团体日本文学报国会官

员林房雄 ,在中国实地调查后发现 ,南北沦陷区高校学生阅读的中

国现代文学 ,基本上是“重庆或延安系”作家的作品 ,即抗日作家的

作品。外国作品则为“英美系的翻译小说”,而汉译日本文学作品

几乎没有。他认为 ,造成这种让“敌性的文学作品”来“支配学生的

思想和心情一半以上”的原因 ,一是沦陷区当局忙于别的事情 ,对

文学的重视不够 ;一是各种官办文化团体常常把文学排除在外 ,

“政治家和官吏”指导文学不利 ,或把它当作消闲文学不予理睬 ,或

把它当作“有什么危险的爆发物”加以弹压。对于中国沦陷区文学

的现状 ,林房雄是非常悲观的。① 这充分表明 ,在沦陷区 ,中国新

文化运动的遗产是抹不掉的 ;日方实施殖民文化时所遇到的阻碍 ,

是难以逾越的。在文艺理论方面也不例外。1942年 ,南北沦陷区

几乎同时出现主题相近的文学探讨。北京的《国民杂志》(10 月

号)发起关于“小说的内容与形式问题”的讨论 ,其目的是力求整个

文学深入到民众之中 ,是“忠实的完成五四运动以来之文学革命的

更进一步的发展”。②上海的《万象》(2 卷 4、5 期)发起关于“通俗

文学”的讨论 ,对 2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旧派通俗小说在抗战时期

的转型 ,以及沦陷区通俗小说的兴盛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稍

后上海关于“新文艺笔法”的讨论③,也提出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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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主张文艺作品应当贴近现实生活 ,应当使用读者大众熟悉和

认可的语言 ,其用意是提倡文艺的大众化。这也是 30年代文艺大

众化讨论在沦陷区的延长。因此 ,新文学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

及历史形成的写作动机和模式 ,促使大多数沦陷区作家恪守自己

的创作观念和风格 ,没有受到日伪政治宣传的影响。

第四 ,从文学自身的特殊性来看 ,说教式的作品 ,在任何时代

都是作家和读者两个方面都难以接受的 ,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

市沦陷区 ,更是如此。一方面 ,直接反映抵抗斗争的内容很难面

世。另一方面 ,过去在国内两大阵营对立和斗争的背景下形成的

主流文学 ,不复存在了 ,主题先行的思维定势和创作模式被淡化 ,

写作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得到扩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还要延

续下去。于是 ,表现内心体验、讲述身边故事、谈往忆旧的作品 ,以

及通俗小说、城市传奇 ,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正是这种特殊

的历史机遇 ,成就了一批独具个性的作家作品 ,其中 ,最为奇特的

是张爱玲。她的家庭背景、教育爱好和文学修养 ,汇集了西方与东

方、历史与现代、文明与野蛮、善与恶、新与旧、雅与俗。而洋场才

女的秉赋和悲观主义的现世生命体验 ,使她更多地从沪港现实生

活中陈旧、丑陋和野蛮的方面 ,审视女性的命运和人性。因此 ,张

爱玲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大多活动在现代中国仅有的两座国际性大

都会里 ,可人物本身却是落伍的 ;小说的体式是民族的、通俗的 ,可

所包孕的思想内容却是现代派的 ;叙事方式多采用传统说书人娓

娓道来的全知视角 ,却自然融入了新文学的先锋技巧 (意识流、蒙

太奇等) ;故事平凡琐屑 ,基调阴沉、荒凉 ,却写出了永恒的人性

⋯⋯看似矛盾 ,但正是这诸多相对特性的有机融合 ,构成了张爱玲

的雅俗并存的“传奇”艺术世界 ,为中国现代小说增添了一种新的

类型。对于身边的战争和战争暴行的疏离 ,也是对战争和暴行的

一种价值判断。在中国沦陷区的战局基本稳定之后 ,日本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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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战方针 ,也从战争喧嚣转变成以娱乐消遣为主 ,妄图使沦陷区

人民逐步适应并认可殖民统治现实。但是 ,侵略者软刀子杀人的

伎俩并没有什么效果。看似属“软性文学”的张爱玲们 ,没有起到

消闲文学歌舞升平、麻痹斗志的作用 ,反而常常使人感受到战争以

及战争阴霾在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和内心世界中的投影。这种感

受是若隐若现的 ,然而却是刻骨铭心的。他们在当时的成功以及

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勿庸置疑的地位 ,正是由于他们的作品在

自然恣肆地表现日常性的同时 ,达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共通性

(Universal) 。从现代文学主潮的流变来看 ,他们的作品的反英雄

趋向与 30年代左翼文学的英雄主义形成相得益彰的鲜明对照 ,是

“人的文学”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表现形态。

北京、上海沦陷区的言说环境好于其他沦陷区 ,具有相对自由

的言论空间。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就很难对沦陷区的许多文

学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

(作者张泉 ,1949年生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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